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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先知因素

摘 要：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有无类似圣经先知声音或者先知因素？ 德国学者韦伯认为没

有；英国旧约专家罗理认为孔子、孟子、墨子类似先知声音；美国汉学家狄百瑞认为存在一个儒家改

革主义的经学传统，这可以称作儒家先知声音。 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先知话语或因素，应

该包括经济分配结构上为最底层的民众呼吁维持最基本生存保障所需的财产权的话语。 也就是说，
古典诗歌中的文学批判传统也应该补充进儒家先知之言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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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本中的先知形象是以古代近东先知为原

型的，其性质和意义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结合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处境得到了不同的理解和

诠释。笔者所关心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文化处境中如

何理解和诠释圣经中的先知传统？换言之，在中国的

古代文化传统中有无先知声音或者先知因素？ 如果

有， 是何种类型的先知？ 在何种意义上被界定为先

知？ 本文通过对国外学者韦伯（Max Weber）、罗 理

（H. H. Rowley）、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等学

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作一初步梳理，从跨文化、跨经典

的视角，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有无先知声音

或者先知因素”这一问题，给出初步回答。

一、韦伯对先知与先知之言
性质的界定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无西方文化传统中所理解的

犹太—基督教中的先知因素？ 对这一问题进行宏观

比较研究者，首推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韦伯的

结论是： 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文化传统中无西方文化

传统中所理解的犹太—基督教系统中的先知因素[1]。

首先，韦伯从先知与祭司、巫师这些宗教身份者

的区分上界定先知。韦伯指出：我们必须了解“先知”

一词实乃意指纯粹个人性之神恩（卡理斯玛，charis-
ma）的拥有者， 他基于个人所负的使命而宣扬一种

宗教救赎的教说或神之诫命。 个人的“奉召”乃是成

为先知的决定性因素。 “先知”、“祭司”、“巫师”都是

与宗教有关的身份， 但先知的本质在于个人的启示

和神恩，先知之言幷非巫术或占卜牟利，而是伦理性

的启示[2]（P47-49）。

其次，韦伯从更广的不同文化系统进行比较，去

定位先知的独特性。先知与立法者不同，纯粹的立法

者乃受命体系化的整理法律或制定新法的人， 如希

腊的梭伦（Solon）。 从孔子一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

哲学的伦理家及社会改革者也并非先知，这些人物与

先知的主要区分是，他们的教诲缺乏先知之言中特有

的、生动而又情绪性的布道。 先知与秘法传授者也不

同，秘法传授者与巫师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中国

道教的教主及某些秘密宗教的领袖就扮演了这样的

角色。 秘法传授者是施与巫术救赎的人，他没有伦理

性说教，我们自然得把他从先知概念中除开[2]（P55）。

最后，排除了上边几种类型，就剩下两种韦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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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下的先知。一种，先知在传道时就像他已经收到神

的委托， 而要求人们把服从他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

务。古代以色列的先知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都属于

此类，这种类型称之为“伦理型先知”。 另一种，先知

是个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则，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赎之

道，以佛陀为代表，这种类型称之为“模范型先知”。

这主要是印度宗教的特色，虽然中国（如老子）与近

东也有少数例子[2]（P55-58）。

伦理型先知具有古代以色列和古代近东先知的

特点，这种“先知”本质上是纯粹个人性之神恩的拥

有者，个人对至上者的“奉召”乃是决定性因素。在中

国经典中完全看不出这种先知出现的可能， 关键在

于中国宗教没有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强烈张力， 真正

的伦理性先知就不可能出现。

二、罗理的研究：沟通古代以色列与
中国文化传统中先知因素的尝试

与韦伯断言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中无西方文化

传统中所理解的古代以色列先知因素的说法不同，

英国的著名旧约研究专家罗理认为， 中国古代的文

化传统与古代希伯来的先知传统有可沟通处， 尽管

二者的高下不同，表现形式不同。

罗理相关的研究集中在 《中国及以色列古先知

的训言与宗教》一书中。与韦伯比较不同类型文化系

统的宏观哲学构架不同， 罗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

是文本比较。 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旧约文本中

的古希伯来先知预言与中国古代经典中圣贤言论的

比较上。在研究旨趣上，韦伯关心强调的是两个不同

文化系统的“分”，罗理关心强调的是两个不同文化

系统的“合”，因此，二者的结论截然不同。此外，罗理

研究的特点， 更侧重在先知之言的伦理性质与宗教

经验上， 而非韦伯所关注的古典社会学研究所侧重

的社会发展动力上。

（一）罗理对先知及先知之言性质的界定

罗理认为，先知训言的起源远在古代，而这种现

象，并非仅限于以色列才有。 “如果想做一种有益的

比较， 我们必须集中注意某些使希伯来先知及中国

圣贤可以互相比较的特点。 ”[3]（P9）“对希伯来先知，

我只主要地研究公元前第七、八世纪的先知们，虽然

有时也会参考到其他的先知。在中国圣贤中，我将特

别论及孔子、孟子及墨子。我觉得这三个人中的每一

位，都有某些真正先知的性质，使他们和希伯来人物

比较，可能有益。 ”[3]（P17）

罗理认为首先要探讨“先知之言”的字义。 罗理

同意将希伯来“先知”字义理解幷定义为“指那些受

命来宣告一种讯息的人”[3]（P5）。 尽管罗理认为中国

圣贤缺乏像希伯来先知听见上帝呼召去从事他们的

任务那种可纪念的经验的记载， 但他们幷不缺乏天

降大任在他们身上的自觉。 因此，“我幷不想怀疑中

国圣贤是为上帝所立，虽然他们经验的方式，无疑的

是和希伯来先知十分不同，”[3]（P5）“如果我们把中国

的圣贤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喉舌的话， 那么他

们便属于先知训言这个定义范围以内了。 ”[3]（P5-6）

显然， 罗理试图在 “上帝的喉舌”“上帝的代言

人”及“奉召”这一宗教经验层面上确立起先知的定

义及某种共同的比较尺度。他意识到了“希伯来人物

与中国人物的比较， 不能为希伯来字源学问题所左

右”[3]（P5），也意识到了“在两者中取其一作标准来比

较，是比较工作中较易犯的错误。 ”[3]（P2）但他同时认

为，尽力客观公正地比较二者的异同是可能的[3]（P23）。

（二）罗理对古代以色列先知之言与中国古圣贤

之言异同的比较

罗理认为， 古代以色列先知与中国古圣贤分别

属于不同的社会，各有不同的传统。但二者都同样自

觉有受命于上帝或天去对他们的社会说一种重要的

话的责任。他们的话的主要部分，是对当时人们所想

实施的政策以及社会道德境况提出警诫。

希伯来先知与中国古圣贤都有门徒记录其言

论， 他们的言论教训都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时代，又

都不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他们是超时间性

的，因为其中流贯着可以在其他时代再三应用的基

本原则。它们是一种神圣的教训，这些人都是上帝的

代言人。 中国古圣贤代天宣化的道德热诚可与希伯

来先知相媲美。就他们自觉“自己是被举出来从事其

工作，和知道自己是那位不可见者的代言人”而论，

他们可公正地被视为先知人物而与以色列先知相并

列比较[3]（P23）。

孔子与孟子的施教方法与形式， 与希伯来先知

们所用的方法虽属对立， 但在精神实质上却较为接

近，他们都想对社会的弊端进行诊治，他们都承认政

治上的智慧，有一个比政策更深的源头，并用大无畏

的勇气来宣告他们的原则。 孔子追溯国家内部腐化

的原因在于精神的腐化而试图校正人心。 孟子对于

善良政府的原则的注重， 时常用一种足以与希伯来

先知相媲美的勇敢来表示。 孔子和孟子都确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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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存在[3]（P37-39）。

孔子幷不像早期的希伯来先知一样鼓吹革命，

但他承认在某种情形下革命是对的 [3]（P43）。 虽然我

们在孔子身上， 找不到在以色列先知身上所能找到

的那种为贫苦及无助的人斗争的热情， 但我们必须

承认：他有一种真正先知式的教训，且有一种根绝当

时重要的社会罪恶的深厚愿望 [3]（P58）。 在为贫苦及

无助的人斗争的热情方面， 墨子与希伯来先知们更

为接近[3]（P62）。

但是， 罗理同时保留了基督宗教包容主义立场

的局限性， 而去抬高古代以色列先知的宗教经验类

型，贬低儒家圣贤的经验。 罗理指出：中国圣贤单就

他们对于崇拜的观念而论， 应排在公元前第八世纪

及第七世纪的以色列诸先知之下。 我们不能在中国

任何一位圣贤的教训中， 找出像以色列诸先知的教

训中所找出的给予崇拜的深厚意义。 我们特别在耶

利米的经验中，找到这种内心与上帝交流的好例子。

“正是在这点上这三位中国圣贤，都位在那些曾吸引

我们的注意的希伯来各大先知之下……但即使这样

说，也并非贬抑中国的先师们，因为他们所承袭的祖

产，不及希伯来先知们所承袭的富厚。 ”[3]（P137）

（三）对罗理沟通古代以色列与中国文化传统中

先知因素研究的评价

中国学者罗簪云批评罗理由于不理解儒教宗教

经验的表现形式的特殊性， 而不能给儒教的宗教性

予公正处理。罗簪云认为：“如单就中国圣贤而论，以

孟子对崇拜的态度最为正确，也最近于以色列先知，

而与耶利米最为接近；而中国后世的儒家，在崇拜方

面，多 半 是 走 的 孟 子 及《中 庸》路 线；今 既 抛 开《中

庸》，复不详细研究孟子，则对儒家之介绍，似不免失

真。罗理漏引孟子一段论及崇拜的最重要的经文，这

对孟子是不公道的。 孟子《尽心·上篇》中指出：尽心

知性即可知天，存心养性，就是事奉上帝。 这不是很

像先知耶利米的最高明的见解吗？ ”[3]（P112-113）

瑞士学者孔汉思（Hans Kung）则从三大宗教河

系：圣经—先知型宗教传统、印度神秘型宗教传统、

中国哲人型宗教传统的区分视角，批评罗理“不应当

把其他型式的宗教仅仅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预

兆或偏离， 笃信基督教的教条主义者特别爱这么看

问题”[4]。 孔子所代表的第三种哲人型宗教是能够而

且也必须和其他两个宗教加以区分———然而无需分

尊卑前后[4]（P110-111）。

从希克的宗教多元论立场出发， 笔者认为罗理

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古代以色列先知与中国圣贤之间

的共通性———神言人。 但罗理的局限在于对“神”的

理解，他不能给把实体思考为“位格”的希伯来先知

的“上帝”与把实体思考为“准位格”的中国圣贤的

“天”以平等地位，因而不能正确地评价两种不同的

文化系统。

三、狄百瑞对中国儒家式先知的界定

与罗理和韦伯的研究方法都不同， 美国汉学家

狄百瑞侧重将儒家的传统理解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

不断经历传递、更新和再诠释过程的活的文明系统。

因而他更侧重强调从儒家“道统”的传递和通过中国

历史本身来理解中国式的“先知”。

狄百瑞首先批评了韦伯关于儒教无张力， 儒教

只是适应现实而不变革现实的片面看法。他指出：孔

子留心“天”作为宇宙中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并且

在自己的良心内回答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孟

子则将服务于对其他人的、 尤其是对君王的警告作

为自己的责任。“孟子构想的重点可能是通过独立的

封建士族制衡和真正的君子的管理， 作为对统治者

的财富和集权的制衡力量， 来有效地发挥这种独立

的先知职能。 ”[5]（P17）儒家传统与犹太世界那种较具

神学色彩的传统，其背景当然有明显的差别。在犹太

世界中，先知说“神的道高过人的道”，神以恐怖的结

局来要求人服从，并以此来审判人的行为。然而这种

差异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儒家道德观中的内在取向

性；也并不应该使我们看不见“天”是如何影响人的

良心的， 使人在理想层次与实际境遇之间保持一种

动态的紧张关系，即张力。而这一点是韦伯派学者对

儒家思想的分析所未及详加讨论的[6]（P7）。 狄百瑞指

出， 任何一个文化传统内部都有自由的改革的方面

和保守的维持的方面， 二者的互动促使了传统的不

断更新和延续。就孔子努力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并

肯定人类经验的永恒价值这一层面而言， 他是一个

保守主义者；但是，因为孔子认为过去的理想和典范

可作为批判当代制度的基础， 也足以提醒人所秉承

于天的伟大天赋， 所以孔子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

者。 在此所谓“自由主义者”一词可以是“改革者”的

意思———敢于与现存的否定人有实现其合理要求的

不公正社会相抗衡的“改革者”[6]（P9-10）。 后世儒家

也不断听到这种改革者的声音。 这种诉诸于“天”的

至上道德权威、抗衡地上君权的儒家改革主义/自由

主义传统，被狄百瑞定义为儒教中的先知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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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理解上述狄百瑞关于中国式儒教类型先知的

本质，还需要在与古代以色列先知的对比中，方能凸

显出来。

首先，从上帝与先知或天与君子的层面讲，狄百

瑞指出， 儒教中的天本身并不像旧约中的上帝那样

说话，也不会亲自指导“先知”的行动，在那种层面上

称儒家的君子为先知将是一种误解。但是，假如天不

以耶和华对旧约中的先知们的那种方式言说，“天

命”就命而言，仍然含有口头命令人类代理者去实施

的特征， 并且坚持了一个证明个人声称代天宣化的

权威的合理性。因此，“天言人”君子就拥有了天所赋

予的维护天命所规定的道德秩序的个人使命。 君子

遵守表达在个人心灵中的至高无上的天的指令，并

且站在天谴责违背“道”的行为上，替天说话，抗衡统

治者。那么，在儒教君子的先知角色和闪族世界的先

知角色之间就给出了某种相像：即，个人对作为超越

价值的道的洞见； 作为本身不言的天的见证的君子

富有灵感的话语；君子的确有被天所委任的使命感，

并对统治者发出的警告， 以免他们不遵守天命而招

致毁灭[5]（P9）。

其次， 从先知与君王或君子与帝王的关系层面

看， 儒教中作为对统治者制衡的先知职能大多采用

规劝、劝谏的形式，而不同于古代以色列先知的审判

形式。

第三， 就儒教君子维持社会共同生活最高价值

标准、承继道统的一面，他们可称之为“中心伦理先

知”；就他们“直觉”天命所代表的最高价值标准来更

新道统、抗衡君王的一面而言，他们又类似于古代以

色列“审判先知”的性质。“他们在道德上是传统主义

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则是改革主义的人。 ”[6]（P95）因

此儒教式的先知既要担负“为生民立命”制衡君王的

政治职能，又要承担“为往圣续绝学”的传递和更新

道统的文化使命。 狄百瑞举出王阳明、黄宗羲、吕留

良、方东树、康有为等作为这种儒教式先知的典型。

总之， 狄百瑞所理解的儒教式的先知传统就是

由孔孟开创的，在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中加以发

扬光大的儒家改革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它往往表现

为文化上捍卫并更新道统，政治上批评弊政。

四、古典诗歌中的文学批判传统应该
补充进儒家先知之言的范围内

狄百瑞纠正了韦伯关于儒教传统中无张力也无

先知的说法， 他将凭借天之道统抗衡君王的儒教文

化英雄和谏臣定义为先知。 他也将先知之言的性质

诠释为 “是关于人类事件进程和公然藐视天所裁定

的道德秩序所导致的可怕后果有关的真理的直觉与

灵感的话语。 ”[5]（P11）这都是狄百瑞的研究超越韦伯

的优胜处。

但是，笔者的疑问是：狄百瑞倾向于将倡导社会

批评并再新道统的儒家自由主义传统界定为儒教中

的先知声音， 这是否能够涵盖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传

统中的先知因素？ 中国的先知传统是否只能在封建

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传统中

去寻找？张力是否仅仅意味着儒教君子文化上的“代

天宣化”和政治上的“犯颜直谏”？是什么原因使我们

将中国的先知与先知传统非要限定在“正统”“正典”

“正史”所认可的儒家传统内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从

而将先知的声音仅限于学校和朝廷， 而不能远达于

田野和民间？ 甚至仅仅将先知之言限制在经学大儒

的“经”论上，而不包括“史”和“诗”？韦伯曾将洪秀全

视作一个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反抗儒教行政与伦理

的“先知”，为什么中国自身传统中产生的反抗儒教

行政与伦理的民间宗教领袖不可以视作 “中国式的

伦理先知”？ 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在中国民间

宗教里，就有伦理型的使命先知或道德先知的出现，

例如白莲教的宣示， 就包含了来自各教派的弥勒佛

的道德诫命， 很明显的是属于使命的或伦理的先知

范畴内 [7]。 狄百瑞本人也有所质疑：“问题在于变革

的力量， 能不能仅仅理解为由先知提出并由传统的

（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理想，或者说是神圣与世俗之

间的张力，而不去考虑先知怎样历史地与‘民’或‘公

众’发生关联？ ”[5]（P88）

圣经旧约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倡导者戈特沃曾

经提出古代以色列民出现于迦南地的 “社会革命模

式”[8]（P359），并提出：“基本上，先知并没有从一个宗

教教义，神秘体验或灵性的抽象立场去评价社会，而

是站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者的生产方式和价值立

场上（去评定社会）。 这在士师时期以及整个巴勒斯

坦农村集体中表现得很明显。 后来以色列历史的所

有发展都使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濒临绝

境，因而受到先知的严厉审判。先知神学和伦理是一

个严厉的共产主义者的伦理， 通过上帝要求与人的

宗教形式表达出来。 ”[8]（P356）“以色列先知和耶稣本

人都维护被忽视和践踏了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观念

和实践。 ”[8]（P363）如果从上述戈特沃对以色列先知

传统的“社会革命”和“原始共产主义者”的诠释思路

看问题， 无论是罗理从先知与上帝关系的宗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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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出发、 还是狄百瑞从儒家道统的传递及先知制

衡君王权力的政治层面出发， 对中国先知现象所作

的观察， 都不可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先

知现象的复杂性。因为，如果从戈特沃关于先知性质

的理解和分析出发，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先知话

语或因素， 还应该包括经济分配结构上为最底层的

民众呼吁维持最基本生存保障所需的财产权的批判

话语。质言之，如果真如狄百瑞所言存在儒家先知传

统的话，那么，它不仅包括经学大儒在朝廷上、在哲

学著作中的“代天宣化”的充满道德灵感的话语；还

应该包括在草野民间为底层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而

呼吁的“惟歌生民病”的诗歌文学传统及《诗经》中的

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总之， 如果说中国儒家有狄百瑞所说的先知传

统、有先知声音的话，那么不应该仅仅包括狄百瑞所

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和孟子， 宋元明清的新儒

家王阳明、黄宗羲、吕留良、方东树、康有为、真德秀、

许衡、刘因、吴澄，吴舆弼、陈献章、何心隐等经学家、

经学大儒的“代天宣化”的充满灵感的道德话语，还

应包括继承了《诗经》文学批判传统的唐代杜甫、白

居易、张籍、元结、王建等文学家及后世所代表的反

映民间疮痍、 为社会最底层民众呼吁基本生存权的

“受苦者”的哀歌，这种对经济政治上的压榨者的审

判声音，代表“受苦者”的诗歌文学批判传统，也应该

补充进狄百瑞所说的中国儒家先知之言的范围内。

因为，以色列的先知不仅用散文布道，也用诗歌式的

神 谕 宣 布 审 判；因 为，儒 家 的“正 典”不 仅 包 括“子

曰”，也包括“诗云”。质言之，存在这样一个上述先前

学者从跨文化比较视角研究儒家先知之言所忽略

了的区域，即儒家诗圣杜甫为代表的反映受苦者的

哀歌的诗歌文学中的先知传统，它不同于哲学经学

中的先知传统，应该补充进狄百瑞所说的儒家先知

传统中。 这就是笔者本文最终想要表达和辩论的核

心议题。 通过对这个诗歌文学传统中以杜甫为代表

的受苦者的哀歌传统的补充，可以扩大并改进狄百

瑞关于儒家式先知之言的性质与范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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